
     我国最早的一篇戏曲学论纲
               ——汤显祖《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》解读
   汤显祖以其光辉剧作“临川四梦”成为我国明代剧坛的标帜。他在进行戏曲创作实践的同时，对戏曲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，并在戏曲创作中努力实践自已的理论主张。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他四十九岁时弃官归里，不再复出，“为情作使，劬于伎剧”（1）。 他既编撰剧本，又躬耕排场，执导执教，甚至为戏班安排上演剧目和演出事务，与艺人保括密切联系。丰富的戏曲艺术实践经验，加上他超人的天才睿智、深刻的人生体验、博大精深的学问和深厚的文学功底，使他在戏曲理论上高瞻远瞩，独树一帜。汤显祖独特的理论精神，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而且与近代乃至现代的艺术理论确实有相吻合之处，“在今天依然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宝库”（2）。汤显祖的戏曲理论与其剧作合璧生辉，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。
    汤显祖的戏曲理论，绝大部分见诸剧本题词、诗歌和书信之中，惟一的戏曲理论专著便是《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》（以下简称《庙记》）。因此它尤其值得我们关注。有些文艺理论家对《庙记》进行了研究，发表了一些精辟的见解。但笔者以为，对《庙记》的总体精神和理论价值还需要深入地进行认识和探讨。《庙记》是篇不足千字的短文，本是宜黄艺人为兴修清源师庙请汤显祖写的建庙碑文，原本只要写明建庙缘由和有关情况即可。但精骛八极、文思骀荡的汤显祖偏偏不落俗套，用他那充满灵性的生花妙笔，纵横捭阖、言简意赅地写成了一篇戏曲艺术专论。举凡戏曲的本源、发展历史、流传情况、基本特征、功能价值、艺术创造与鉴赏等戏曲学的基本命题，《庙记》皆有论述，堪称我国最早的一篇戏曲学论纲。 

一、戏神論 

    宜黄戏曲艺人兴修清源师庙并请汤显祖撰写《庙记》，这事大约发生在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左右，因为文中有“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”之语。大司马，即谭纶（1520－1577），江西省宜黄县人，明嘉靖进士，万历初任兵部尚书，故有“大司马”之称。他在嘉靖四十年前后把海盐腔引进宜黄。他逝世于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其殁后二十余年，当是万历三十年右。当时宜黄一带唱海盐腔的艺人很多，《庙记》称“食其技者殆千余人” 。从明代民间职立业戏班的规模来看，每班约二十几人。一千多艺人至少可组成四十多个戏班。众多戏班的出现，促使宜黄子弟感到有必要兴建戏神庙。宜黄子弟所供戏神为清源师。《庙记》说：“予闻清源，西川灌口神也。”西川灌口神，据古代民间传说是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的第二个儿子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三云：“蜀中灌口二郎庙，当是因李冰开凿离堆有功立庙，今来现许多灵怪，乃是他第二个儿子……”。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记载：北宋时京都汴梁城神保观每年“六月二十四曰，州西灌口二郎生目最为繁盛，……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，教坊钧容值作乐，更互杂剧、舞旋”。 可见在北宋时，灌口二郎神已和“杂剧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宋真宗朝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。宜黄子弟所供戏神为清源师，即清源妙道真君， 即灌口二郎神，亦即李冰次子。汤显祖在《遣张仙画乃作灌口像》一诗中说：“青城梓浪不同时，水次郎君是别姿。万里桥西左丞相，何知却是李冰儿”（3） 。宜黄班艺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日都要祭拜清源师，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。 

    清源师庙兴建之前，宜黄子弟也要祭祀清源师，但仪式较为简单，即如《庙记》所说：“子弟开呵时一醪之，唱罗哩涟而己。予每为恨” 。这就是说，子弟们在开演前，合唱一曲［罗哩涟］（4），敬酒祭拜戏神。这种祭祀戏神的仪式，源自宋元南戏⑷。酷爱戏曲的汤显祖对当时这种简单的祭祀方式很不满意，极力支持宜黄子弟兴建戏神庙。他在《庙记》中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诸生诵法孔子，所在有祠，佛老弟子各有其祠，清源师号为得道，弟子盈天下，不减二氏，而无祠者，岂非非乐之徒以其道为戏相诟病耶” ？有力的诘问充满愤慨。显而易见，在汤显祖的心目中，清源师创立的戏曲之道是可与儒、佛、老三教相提并论的，三教皆有祠庙，而“弟子盈天下”的清源师却无祠庙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这是那些非乐之徒长期以来鄙视和压制戏曲所造成的。汤翁所言绝不仅仅是对戏神的顶礼膜拜，而是借此以提高戏曲的地位。这是对晚明封建社会正统观念的离经叛道，是惊世骇俗之举，对当时与后来的戏剧所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李渔在其剧作《比目鱼》中《入班》这一折戏里，借用剧中角色的道白，再次宣扬了汤显祖的这一观点：“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，二郎是我做戏的祖宗，就象儒家的孔夫子，佛教的如来佛，道教的李老君” 。
     二、 戏曲发生论

    《庙记》一开头就谈到了戏曲的起源：“人生而有情。思欢怒愁，感于幽微，流乎啸歌，形诸动摇，或一往而无尽，或积日而不能自休。盖自凤凰鸟兽，以至巴渝夷鬼，无不能歌能舞，以灵机自相转活，而况吾人。奇哉，清源师！演古先神圣八能千唱之节，而为此道” 。这就把戏曲的发生归结为：人生而有情，歌舞因情而生，清源师在古代歌舞百戏的基础上创造了戏曲。所谓“八能” ，《易·纬通卦验》有个记载：“八能之士，或调黄钟，或调六律，或调五言，或调五声，或调王行，或调律历，或调阴阳，或调五德” 。这里是指清源师把自古以宫廷、庙宇、民间的各种歌舞百戏进行综合加工，“演”为戏曲。
    “人生而有情”五字置于篇首，横空出世，为全文总纲，也是汤显祖戏曲观、人生观的一面旗帜。歌舞戏曲因情而生，这与我国古典诗论、乐论的美字观点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我国最早的一部美学专著《乐记》就写道：“乐由天作” 、“乐也者，情之不可变者也” 。该书中还有子贡向师乙问诗乐的一段话，也常为后世诗论所援引，汉初儒生毛苌《诗大序》就曾援引并加以发挥：“诗者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” 。诗、歌、舞都是因“情动于中” 而产生的。汤显祖在我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提出的“情至” 论，在我国戏曲发展史、美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研究汤显祖的“情至”论，必须把握三个主要问题：
    第一，“人生而有情” ，人之情是与生俱来的，情的存在具有天然合理性。纵观汤氏文集，其所谓“情” ，并不限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，还包括人的一切情感和欲望。因此，情有善恶之分。汤显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性无善无恶，情有之。因情成梦，因梦成戏，戏有极善极恶……”（5）不难看出，汤显祖在在人生和艺术上奉行的是情的哲学，为晚明时期戏剧美学开启一代新风。
    第二，汤显祖不仅认为艺术是情的产物，而且强调艺术应该表现“情之至” 。他在《牡丹亭记题词》中便旗帜鲜明地高扬了他的“情至” 论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” 。“情不知所起” ，而且可以超生死、越时空，这似乎是浪漫主义的夸张。但也不尽然。这汤翁对人生、对艺术的哲学思考，也是他进行戏曲创作的思想内核。他的“情至论” 立足于朴素的唯物辨证法。他认为情的产生是“感于幽微” 。他赞同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 的观点，说：“物，天下之物也。格则其辨也”（6）。其感于幽微而生情的观点，正是源于“格物致知” 的唯物辨证法的见解。这与其乡先哲王安石的“性情说” 是一脉相承的。王安石早就说过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好、恶、欲“此七情人生而有之，接于物而动焉”。 汤显祖在《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》提出的“情境” 说，更是简明扼耍地说明了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“缘境起情，因情作境” 。这乃是艺术创作中的客观规律，恰与现代辨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相吻合。
    第三，汤显祖的“情至论” ，在反对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的思想解放运动中，具有强大的思想启蒙作用。宋代王安石的“性情说” ，对唐代以李翱为代表的“性善情恶论” 的儒家正统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。汤显祖的“情至论” 则是针对宋明以来程朱理学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 的思想枷锁进行猛烈的捶击。在“情”与“理” 的格斗中，汤显祖是旗帜鲜明、不屈不挠的勇猛斗士。他公开宣称自己“恒与理相格” ，“理之所必无，安知情之所必有邪” ？（《牡丹亭记题词》）汤显祖反对程朱理学及其所维护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，提倡婚姻自主、个性解放，这在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晚明中国社会，当然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。汤显祖不愧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。
“情至论” 贯串了汤显祖的思想和文艺创作，也是《庙记》的立论之本。把握这一要旨，对理《庙记》全文大有裨益。
    三、戏曲发展史观

戏曲的行当体制是戏曲艺术的基本程式之一。汤显祖正是从戏曲行当体制的演变入手，来阐述戏曲发展史的：“初止爨弄参鹘，后稍为末泥、三姑旦等杀剧传奇” 。仅仅十九字便把宋、元、明三代戏曲发展史的基本轮廓勾勒出来了。行文过于简古，令人颇为费解。笔者在《宋杂剧、杂扮与南戏、北杂剧的行当体制》一文（7）中曾予详细考证，本文只作简要说明。
 “爨弄参鹘” ，即搬演参军戏。参军戏始于唐代，是由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表演的滑稽戏。
 “ 末泥” 是宋杂剧、金院本和元杂剧中的男主角（元杂剧中亦称为末或正末）。宋杂剧、金院本是在参军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 “三姑旦” ，当是“酸孤旦” 之音转。酸、孤、旦是宋杂扮中的三个行当，酸扮演喜剧人物，孤扮演老年人，旦扮演妇女。宋杂扮是杂剧演出之后加演的散段，所演为带逗笑的余兴节目。
“杂剧传奇” 。在汤翁的这段文字中，杂剧是指元明时期的北杂剧，传奇是指南戏。
    汤显祖的戏曲发展史观可以表述为：最初的戏曲是参军戏，只有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。后来又增加了宋杂剧的末泥和宋杂扮的酸、孤、旦。从而产生了北杂剧和南戏。《庙记》中提到的参军、苍鹘、末泥、酸、孤、旦这六个行当，演变为北杂剧和南戏的基本行当，不过其称谓已略有改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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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四、戏曲声腔論

    元代末叶以来，北杂剧和南戏流传各地，产生了一些地方戏曲声腔。北杂剧有冀州调、中州调之分，南戏则有余姚、海盐、弋阳、昆山等四大声腔。《庙记》云：“此道有南北，南则昆山，之次为海盐，吴、浙音也，其体局静好，以拍为之节。江以西弋阳，其节以鼓，其调諠。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，变为乐平，为徽、青阳。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，自喜得治兵于浙，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，能为海盐声。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，食其技者殆千余人” 。汤翁提到，戏曲有北杂剧和南戏两种，对北杂剧没有细论，对南戏三种声腔的伴奏乐器和演唱风格作了一些比较。南戏流传到江苏昆山县，演变为昆山腔，用“吴音” 演唱。南戏流传到浙江海盐县演变为海盐腔，用“浙音” 演唱。昆山、海盐两腔皆以板打节奏，演唱风格是“，体局静好” ，婉转幽雅。南戏流传到江西弋阳县演变为弋阳腔，用锣鼓伴奏，演唱时声音喧闹。弋阳腔在江西乐平县演变为乐平腔。弋阳腔流传到安徽省徽州府及池州府青阳县，分别演变为徽州腔和青阳腔。而宜黄人潭纶厌恶乐平、徽州、青阳等腔，他从浙江请来海盐腔艺人，到宜黄老家传授海盐腔。譚纶从浙江引进海盐腔之前，“治兵于浙” 。他在浙江由台州知府升为浙江按察使司巡视海道副使，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升为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，仍兼巡视海道副使，参予领导浙江沿海的抗倭斗争。当时沿海台州、温州一带盛行的正是海盐腔。据《谭綸年谱》记载，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（1561_1563），谭父亡故，谭綸曾回家丁忧，他把海盐引进宜黄，当是在此三年之间。海盐腔在宜黄扎下根来，并逐步演变为宜黄地方戏，是为宜黄化的海盐腔，或称“宜黄腔” 。汤显祖的《临川四梦》就是用宜黄腔进行创作的。到汤显祖写《庙记》时，宜伶（宜黄腔艺人）很出名，艺人超过千人。
    需要指出的是，有些专家根据庙记所云“至嘉靖弋阳之调绝，变为乐平、为徽、青阳” ，便断定：自嘉靖年间，弋阳腔就消亡了，变为乐平、徽州、青阳等腔。持此看法的人只从字面上去埋解汤翁的话，而没有全面考察戏曲声腔发展史。事实上，自嘉靖至清末，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弋阳腔的演出活动，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。如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《江西巡抚郝硕复奏查办戏曲摺》（8）称：“再查昆腔之外，有石牌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楚腔等项，江、广、闽、浙、四川、云、贵等省皆所盛行”。 看来，汤翁所言乃是其家乡临川、宜黄一带的情况：当地原本流行弋阳腔，至嘉靖年间，不见弋阳腔了，演唱的是由弋阳腔演变出来的支脉乐平、徽州、青阳等腔。在江西其他一些地区，还有弋阳腔流行。因此，不能认为自明嘉靖年之后，弋阳腔便断绝了。
   五、戏曲艺术特征论

    张庚先生在为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曲曲艺卷》撰写的序论《中国戏曲》中说：“综合性、虚拟性、程式性，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。这些特征，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，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，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”。 《庙记》体现了汤显祖的戏剧观，也谈到了戏曲艺术的主要特征。当然，四百年前的汤显祖未能象张庚先生这样科学地、条理化地进行论述，但毕竟他还是触摸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这个重要命题。
综合性特征。汤显祖在谈到戏曲起源时，实际上就接触到这个问题。他说清源师“演八能千唱之节而为此道” 。而所谓“八能千唱之节” ，实际上包括了宫廷、寺庙、民间等各种祭祀、娱乐活动中的歌、舞、乐、百戏。由此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，当然是综合性极强的戏剧艺术。
虚拟性特征。《庙记》对此有段极为精彩的描写：戏台上“生天生地生鬼生神，极人物之万途，攒古今之千变。一勾栏之上，几色目之中，无不纡徐焕眩，顿挫徘徊。恍然如见千秋之人，发梦中之事”。 戏台上的天地鬼神，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和古今世事的变化更替，都是通过台上“几色目” （即几个脚色）的表演“生” 出来的。“生” ，即虚拟性的表演。汤翁强调，这种虚拟性的表演，要使观众“恍然如见千秋之人，发梦中之事” ，达到戏曲审美的最高境界，势必也要求观众在看戏时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想象能力。这就颇有点现代剧场学、观众学和艺术鉴赏学的意味，或谓之“萌芽” 。
程式性特征。程式是一种规范。其实中外表演艺术无不具有相应的程式。只不过由于中国戏曲源深流长、传统丰厚，其程式性更为突出，有时甚至产生“程式化” 的现象。《庙记》似乎没有提到程式性，但在谈戏曲特征时却运用了“色目” 这个概念。色目，有时指剧中脚色，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指戏曲行当。戏曲行当体制是戏曲的基本程式之一。编剧撰写剧本，导演安排角色、设计动作，曲师编写唱腔，舞台化状穿戴，乃至戏班聘用演员等等，无不考虑戏曲行当的要求。而且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行当体制。譬如，汤翁《临川四梦》是为宜伶写的，用的是宜黄化的海盐腔，即宜黄腔。宜黄腔承传了海盐腔的行当体制，基本角色只有八个：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、外、贴、老旦。没有小生这个行当，小生包含在生行中，这便与昆腔有了明显的区别。正因为汤翁深知行当体制这一基本程式的重要性，所以，他在叙述戏曲发展史时，紧紧抓住行当体制的演变进行论述，要言不烦，的为精当。因此，可以认为，《庙记》从戏曲行当体制的视角点击到戏曲程式化特证的按纽，
    六、戏曲艺术功能论

戏曲艺术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显著的社会作用。深谙此道的汤显祖用歌赋体的文字论述了戏曲艺术的功能和价值，写出了极为华美的戏曲颂。
（一）娱乐、怡情作用，戏曲以情感人，引人入胜，可以“使天下人无故而喜，无故而悲。或语或嘿，或鼓或疲；或端冕而听，或侧弁而咍；或窥观而笑，或市涌而排” 。这里说的是，戏曲吸引了观众，观众随剧情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反映。人们在观剧中获得愉悦，在娱乐中陶治性情：“乃至贵倨驰傲，贫啬争施；瞽者欲玩，聋者欲听；哑者欲叹，跛者欲起。无情者可使有情，无声者可使有声。寂可使喧，喧可使寂；饥可使饱，醉可使醒；行可以留，卧可以兴；鄙者欲艳，顽者欲灵”。 看戏带来的娱乐怡情作用，不仅使观众的性格、心态产生好的变化，而且还使观众的言谈举止、生存状态得以改变，真是好处多多。
（二）伦理道德教化作用。儒家的之艺观向来主张“文以載道” 、“寓教于乐” 。《庙记》赞叹戏曲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高台教化作用：“可以合君臣之节；可以浃父子之恩；可以增长幼之睦；可以动夫妇之欢；可以发宾友之仪。可以释怨毒之结；可以巳愁愦之疾；可以浑庸鄙之好”。
（三）重视戏曲对稳定社会的政治作用。汤显祖希望举国上下崇尚戏曲艺术、“孝子以事其亲，敬长而娱死；仁人以此奉其尊，享帝而事鬼。老者以此终，少青以此长。外尹可以不闭，嗜欲可以少营。人有此声，家有此道，疫疠不作，天下和平。岂非以人情之大窦，为名教之至乐也哉！”
从字面上来看，《庙记》关于戏曲艺术功能的论述，似乎和儒家传统的文艺观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比元明时期的一些戏剧家说得更透彻、更充满激情而己。有人认为，汤显组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，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稳定，这体现了汤显祖在思想上的局限性。此言当然不无道理。处于晚明封建社会的失意文人汤显祖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局限性，在所难免，其先进的思想光华也可能被一些枯枝败叶所遮盖。《庙记》在论述戏曲艺术的社会作用时，也承传了儒家寓教于乐的文艺观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注意到本段结尾时的这句话：“岂非以人情之大窦，为名教之至乐也哉” ！所谓“至乐” ，是至高无上之“乐” 。《庙记》强调这种“名教之至乐” 必须表现“人情之大窦” ，要表现人情、人性、人生。联系到篇首的“人生而有情” 这个大前提，就可分明看出，这是作者毫不动摇地在高扬其以情为纲的艺术哲学主旋律，这才是汤显祖戏剧观的精髓。把握其这一精髓，就不难看出汤显祖对儒家传统文艺观的改造和创新，发觉其先进文艺观的理论锋芒。
  七、演员艺术修养论

      《庙记》对戏曲演员提出了立德修艺的要求：
一要“一汝神，端而虚” 。这是借用《庄子》谈道家修养的话，要求演员要排除杂念，专心致志，心系戏曲，学艺修艺。
二要择“良师妙侣，博解其词而通领其意”。要求演员在良师妙侣的指教和帮助下，提高文学修养，全面理解台词的含意和整个剧作的意境，以便创造角色，进行表演。
三要认真观察和体验生活，“动则观天地人鬼世器之变，静则思之” 、感于幽微，厚积薄发，表演才能真实感人，栩栩如生。
四要“绝父母骨肉之累，忘寝与食。少者守精魂以修容，长者食恬淡以修声” 。这是指演员要抛开一切拖累，刻苦练艺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调养好声容体态。
五要“为旦者常自作女想，为男者常欲如其人” 。明代宜黄腔民间职业戏班无女伶，男子演旦角，所以要“常自作女想”，同演男角色一样，要“常欲如其人” 。这实际上是角色体验论，与近、现代现实主义戏剧表演体系的要求相吻合。这也可以说明，中国戏曲艺术表演绝不是简单的再现或表现，而是以体现为主导的艺术表现。
    八、戏曲艺术表演鉴赏论

《庙记》把戏曲艺术表演同观众的鉴赏活动结合起来（即把戏曲审美活动中的主、客体结合起来）进行论述，描述了戏曲艺术表演和鉴赏的最高境界：“其奏之也，抗之入青云，抑之如绝丝，圆好如珠环，不竭如清泉。微妙之极。乃至有闻而无声，目击而道存。使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来，赏叹音不知神之所自止。若观幻人者之欲杀偃师，而奏《咸池》者之无怠也” 。其要求演员歌唱时既可高亢入云，又可细如遊丝，清亮圆润，联贯流利。“有闻而无声，目击而道存” ，这也是借用《庄子》的话，说明演唱要有韵外之致，取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，使观众能领悟弦外之音，从戏曲表演想到人生之道。在此微妙的境界中，表演者忘情，观赏者出神，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和谐地融为一体。这就不仅和现代美学的审美要求相一致，而且与现代的戏剧学、剧场学、观众学息息相通。“观幻人者欲杀偃师”出自《列子·汤问》：周穆王时巧匠偃师进一木偶歌舞于王前，王以为木偶是真人，木偶目挑王之左右待妾，王欲杀偃师。当王知是木偶时，赞叹偃师巧夺天工。《庙记》借用巧夺天工这一典故，说明戏曲表演可以真实地表现人物和生活，甚至可以巧夺天工，以假代真。“奏《咸池》者之无怠” 这一典故，出自《庄子·天运》：《咸池》又叫《大咸》是周代“六舞” 之一。《咸池》有三个乐段。第三乐段为“无怠之声” ，黄帝称之为“天乐” 其特点为“听之不闻声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” 。这种“天乐” 所表现的也是老庄所谓的“道” 。“天乐” 与前述之“至乐” ，意思差不多，都是用来说明戏曲艺术的崇高美妙。
通过以上对《庙记》具休内容的全面述证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，《庙记》阐述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，正是我国古代戏曲学的基本命题。尽管它对戏曲学的其它一些理论问题，如：戏曲文本创作、曲律、曲谱、曲韵等重要理论向题还没有涉及到，而且这些问题，正是汤显祖时代和在此以前的戏剧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。这也许是因为涉到他与沈璟等人在格律等问题上的争论，所以汤翁竟未置一词。尽管如此，《庙记》仍不失为一篇上好的《戏曲学论纲》。它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展现的理论品格也是前所罕见的。比较此前的一些戏曲论著，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我国最早的一篇戏曲学论纲，在我国戏曲理论史和戏曲美学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芒。
            注解：
(1)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新1版《汤显祖集》（本文所引汤显祖诗文皆引自本书）第1160真《续莲社求友文》云：“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。吾犹在此为情作使，劬于伎剧” 。
(2)上海之艺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叶长海著《中国戏剧学史稿》第145页。
(3)《汤显祖集》第903页。
(4)“罗哩连”源自佛曲，为南戏所吸收。开演前唱“罗哩连”祭祀戏神的例子见于明成化本《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》开场戏：末角上场念完定场诗，说：“…奉越乐班真宰，……齐赞断，喧天鼓板，奉送乐中仙” 。然后接唱【红芍药】曲牌，唱词皆为“罗哩连” 三字反复。福建莆仙开台时唱的【相公咒】、闽北四平戏的【田元帅开台】，唱的都是“罗哩涟”，保留了南戏传统习俗。
(5)《汤显祖集》第1367页《复甘义麓》。
(6)《汤显祖集》第1106 页《顾泾凡小辨轩记》。
(7)原载中央戏剧学院学刊《戏剧》1998年第二期。
(8)王利器辑录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闩第一版）第115_116页《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郝硕复奏遵一旨查办戏曲违碍字句》。
（原载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《中华戏曲》第30集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.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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